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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目标是全面挖掘创业潜能，激发创业活力和动力，因此如何处理好创业主体和创业环境间复杂的耦合关系是优化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和提升创业质效的关键所在。基于组态视角，结合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方法，利用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中国206个城市案例数据为样本，探究系统内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政府支出规模、创业文化、市场规模、数字技术六大要素与城市创业质效水平间的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单因素不构成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的必要条件；有3条产生高创业质效的路径，分别是市场-技术“双轮”驱动型、数字技术与市场双重主导下文化-资本驱动型、文化主导逻辑下技术-金融驱动型，且均包含数字技术要素，证实数字技术对创业质效水平具有关键作用；产生非高创业质效水平的路径有两大类，且与导致高创业质效水平的路径呈因果非对称关系。由于多个因素可从不同方式实现区域高创业质效水平，因此各地政府应根据其自身优势选择适应当地发展特点的推动策略，有针对性地集中资源促进关键要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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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Elements Coupling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Quality and Efficiency: Research Based on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and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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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is to fully tap the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and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power. Based on the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combining the two methods of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and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uses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theory and takes the case data of 206 cities in China as sample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cal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market siz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system and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level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It is found that single factor does not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re are three paths to produce high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hich are respectively driven by market and technology, driven by culture and capital under the dual domin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arket, and driven by technology and finance under the logic of culture. All of above paths contain digital technology elements, highlighting its pivotal role in enhancing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f paths that generate non-high levels of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they have a causal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ths that lead to high levels of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s multiple factors can achieve high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ways,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hoose promotion strategies adapted to lo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concentrate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key factors.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level;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innovation; regional innov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nfiguration analysis
收稿日期：2024-01-30，修回日期：2024-04-18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竞合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多主体协同关系研究”（YC2023-S044）
0 引言
创业质效关注创业过程中的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是衡量社会创业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区域创新创业发展指数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创新创业发展指数不断攀升，但各城市的创新创业指数差异显著。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提出到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类创业主体与创业环境共存与互动，催生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目标是全面挖掘创业潜能，激发创业活力和动力，以促进创业主体之间的高效协作、金融资本的有效整合、市场资源的高效分配，以及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因此，如何处理好创业主体和创业环境间复杂的耦合关系是优化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和提升创业质效水平的关键所在。为什么不同区域内创业质效水平的差异如此显著？如何协调优化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的耦合协同关系才能更好地提升城市创业质效水平？这不仅仅是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是数字系统和创业系统的结合体。系统视角认为，创业主体与创业环境各要素始终相互耦合、彼此影响，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1]，同时影响着区域内创业质效水平。基于生态系统视角，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参与者和创业者与创业环境之间的关系可分为竞争和合作两种模式。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创业者面对的社会信任（如Choi等[2]的研究）、金融服务（如韩亮亮等[3]的研究）、数字技术（如宁洋洋[4]的研究）等单一因素对不同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却忽略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因而未能解释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间复杂的耦合关系对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机制。综合来看，有关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其一，国内外学者更多关注区域内的创业数量，忽略了对创业质量的考量；其二，多数研究考察的仍是传统创业生态系统，未考虑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创业生态系统已向数字化转型。因此，本研究同时考量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将数字生态系统与创业生态系统相结合，探究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耦合如何影响区域创业质效水平。
基于组态视角，运用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和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从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与创业质效水平出发，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的复合研究方法，探究促成高创业质效水平的组态原因，辨析是否存在单一因素成为制约创业质效向高水平提升的关键原因，同时试图解决以下关键问题：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的耦合交互作用能够构成哪些组态？系统内要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产生城市高创业质效水平的必要条件？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的路径有哪些？
1 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自“双创”被提出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强调发挥多元主体带动作用，打造创业就业重要载体，营造更优“双创”发展生态。相应地，各地方政府围绕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目标，提出了大量鼓励创业的举措。在政府对创业系统的支持发展后，中国在《全球创业观察（2022）》报告中创新创业新指数排名跃进到全球第11名[5]。但当前对创业质效水平进行评估和比较的有关研究较少，且主要侧重在国家层面，缺乏对城市层面的评价；而城市作为创业活动的核心载体，其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内各要素交互组合的结果直接决定了创业质效水平。因此，亟待对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耦合与创业质效水平的复杂因果关系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
“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最早是由Dunn[6]提出。林嵩[1]认为创业生态系统由创业者和创业环境两个要素构成，二者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且其有助于提高城市的创业水平。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颠覆了传统的创业模式，不断催生新业态和新模式，在创业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ssan等[7]首次将数字生态系统和创业系统整合提出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区域性是指系统与特定区域的联系，即系统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形成和发展的，受到区域内自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报告》显示，各城市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水平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性，系统内各要素交互耦合亦会使得各地区创业活动具有差异性。因此，需重点关注中国各城市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耦合对区域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不仅需要获取必要的资源来运营和发展，还需要管理资源以应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各主体会在资源层面建立相互耦合的关系[8]。基于制度理论，有关文献主要研究了中国各省份的政府支持、金融服务、人力资本等正式制度和社会文化、社会信任、商业信用等非正式制度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此外，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创业要素需从资源和环境要素中筛选。程建青等[9]将创业生态系统分为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政府政策、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社会规范六大要素，探讨了其对国家创业成长愿望的影响；宋渊洋等[10]基于不同区域研究了社会信任和创业决策间因果关系；崔宏桥等[11]从市场环境、政策服务环境、融资环境和创业文化4个维度探究了提升科技人员创业活跃度的路径。上述文献为深入探讨区域创业质效水平的条件变量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但鲜少有研究探讨数字技术在系统中对城市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造了全新的商机和市场机会，为创业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降低了创业的技术壁垒[12]，进而有助于提升创业成功率。因此将数字技术纳入研究框架体系中，探讨其对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
1.1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要素与区域创业质效水平
（1）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作为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金融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对于创造财富、创新、就业机会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资本在创业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的每个阶段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3]，它能够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聚集创业企业所需的资金、信息、知识等资源[14]。在中国，金融资本的不断流动和转化改善了创业企业由资金带来的“卡脖子”状况，推动了企业创新的发展，提高了区域创业企业的存活率[15]，促进了高增长的创业活动，推动创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此外，金融资本为创业者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支持，帮助创业者增强创业信心和决心。但某些地区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新的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且能支持的投资规模较小。因此，金融资本对区域创业质效水平能否产生正向影响尚无定论。
（2）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极为活跃且至关重要的资源，在现代企业经营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不仅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全过程中，还对企业的竞争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力资本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创业者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上，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创业者能否成功识别创业机会、把握市场变化、开拓新市场[16]，进而促进创业活动；另一类是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创业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上，包括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人脉资源、声誉等。虽然这些因素不直接决定创业活动的日常运营，但却能够为创业者提供丰富的资源和支持，帮助企业识别和运用创业机会[17]。因此，需要清晰界定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创业质效的作用。
（3）政府支出规模。政府在创业活动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拥有大量的核心资源。高支出规模的政府有助于推动政策落地，增加创业机会，降低创业壁垒和交易成本，为创业者提供所需的资源和机会[18]，营造优质的创业环境。然而，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也导致了一些缺乏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借机获得政策补贴，形成了“养懒人”的局面[19]；此外，政府支出规模过度扩张会引发了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心态[20]，导致政府过多干预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使其倾斜于国有企业。因此，有必要明确政府支出规模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
（4）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鼓励和支持创业的精神、价值观、行为规范和实践。在特定的环境中，它对创业者的态度和个体思考创新产生重大影响。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环境，不仅可以激发创业意愿，鼓励人们不断尝试新的思路和方法，还可以加速资源的流动，提升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利用能力[21]。有研究发现，创业文化有助于提升区域企业间信息和资源相互交换的频率和效率[22]。创业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其商业信用和社会信任也较好，有助于增加创业者获取融资、吸引优秀人才等关键资源的机会，同时提高投资者对创业企业的信心，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融资和吸引投资。因此，营造良好的创业文化对于激发创业精神、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和增强创业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5）市场规模。市场上存在着大量创业所需的信息、技术、财务等资源，其规模决定了创业者的商业机会。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可以为创业者提供更多资源[21]，有利于创业者发现更多潜在客户和商业合作伙伴，为创业者创造更广阔的商业机会；同时创业者的创业壁垒更小，创业机会更加丰富，从而促进城市创业质效水平。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可能会导致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进一步使得资源配置失效[23]，创业成本上升，从而抑制创业数量。因此，市场规模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6）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是指一种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先进技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创业的面貌，极大地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减少了企业创新的搜寻成本、时间成本、追踪成本[4]；同时，创业企业依托数字技术的赋能，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资源的依赖[24]，全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理念，彻底颠覆了传统创业理念的限制[25]。数字技术以高效率、低成本实现了生产力的升级，改变了创业的方式。因此，数字技术对城市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2 组态视角下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与创业质效水平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内各类要素的关系组合突破了创业边界，影响了区域内新创企业的数量。有关研究考察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各单一要素对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为数字创业生态系统要素的选取奠定了研究基础和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尚未厘清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对创业质效水平的复杂因果关系及其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路径，故难以充分探索其复杂关系。一方面，在系统内的各种创业要素可能存在替代或互补的关系，要素之间相互影响[26]，不能用简单的二元或多元线性关系来表示[27]，故利用组态分析研究多要素间的交互关系。如人力资本较多的地区不仅展示了当地政府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还体现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而创业文化丰富亦有助于吸引人才、金融等资源，进而促进区域创业[28]。另一方面，由于创业活动的多样性，对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要素耦合的需求存在差异化。如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区域内金融资本和市场规模。金融资本帮助创业者缓解融资困难，市场规模大小决定创业者进入市场的门槛高低[29]。而数字技术是推动区域创业质量提升的关键力量[7]，数字技术通过改变创业企业创新价值创造模式，助力实现突破式创新[4]，从而提升创业质量。
基于此，采用NCA和fsQCA相结合的方式识别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内在要素的交互关系，探究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的复杂路径。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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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结合使用NCA和fsQCA两种方法探索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组态效应对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路径。这种组合方法不仅能够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深入分析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不同要素的组态效应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还可以评估单个要素的必要性以及条件组合的充分性[30]。首先，NCA作为一种基于网络数据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在传统分析方法中可能被忽视的、细微但关键的要素，从而加深了对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互动和影响关系的理解。其次，fsQCA是一种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方法，能够考虑数字创业要素条件的程度变化和部分隶属关系。将上述两种方法相结合同时具有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的优点，且增强了单个案例研究的适用性和推广性。
2.2 样本与数据
选取中国293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采集自《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但由于多个地级市中条件变量数据难以获取，最终选取其中的206个案例城市。各城市创业质效水平的数据来源于天眼查网站和《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3》，以及各省份的权威媒体报道和政府官网数据。考虑到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研究将结果数据滞后两年，即创业质效水平采用2021年的数据，条件变量的六大要素方面则使用2019年数据。

2.3 变量测量与校准
2.3.1 结果变量
创业质效水平不仅考虑创业数量，还要考虑创业质量。其中，创业数量借鉴周小虎[31]的测量方式，利用每百万人口中新建企业数量来测量；创业质量借鉴Acs等[32]研究，以区域内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多少来反映城市创业质量的好坏。然而，从另一角度审视，若某城市未孕育出独角兽企业，这并不代表其创业活动的质量低下。实际上，城市中的新兴企业同样能够作为衡量该城市创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故利用独角兽企业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两者数据之和测量各案例城市的创业质量。具体来说，案例城市的创业质效水平由新建企业数量、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加权计算得出。
2.3.2 条件变量
[bookmark: OLE_LINK2]（1）金融资本。借鉴谢智敏等[33]的测量方法，采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作为衡量金融资本的指标，具体通过各城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数除以常住人口得到。
（2）人力资本。参考张宽等[34]的研究，利用普通本专科及以上人口数与常住人口的比值来测度。
（3）政府支出规模。借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8》中的做法，采用一般预算内支出除以地区生产总值（GDP）来测量政府支出规模，以消除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使不同地区的政府支出规模具有可比性。
（4）创业文化。借鉴彭伟等[35]研究，采用社会信任指数与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衡量。
（5）市场规模。参考陈培阳[36]的做法，使用人均GDP来衡量。
（6）数字技术。借鉴黄群慧等[37]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数字技术指标体系，借助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进行评估。
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和测度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变量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金融资本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数/常住人口
	   《中国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
	普通本专科及以上人口数/常住人口
	《中国统计年鉴》

	政府支出规模
	一般预算内支出/ GDP
	《中国统计年鉴》

	创业文化
	社会信任指数（50%）+商业信用环境指数（50%）
	信用中国网站、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

	市场规模
	人均GDP
	《中国统计年鉴》

	数字技术
	主成分分析法
	《中国统计年鉴》

	创业质效水平
	新建企业数量（50%）+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25%）+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25%）
	胡润研究院《2021全球独角兽榜》、万得（Wind）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2.3.3 校准
在使用fsQCA方法时，将6个数字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和城市创业质效水平作为一个大的集合同时考虑，每个案例城市在这个集合中都具有相应的隶属分数。鉴于本研究中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和城市创业质效水平是新提出的测量方法，尚未出现校准标准，因此参考Fiss[38]的研究，使用直接校准法将原始数据映射为模糊集隶属分数，即将6个前因要素与结果变量的校准点（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分别设定为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和下四分位数（25%），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校准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业质效水平
	67.06
	81.02
	91.75
	78.30
	15.63
	33.20
	99.90

	金融资本
	5.72
	7.65
	14.98
	12.11
	11.39
	2.73
	78.11

	人力资本
	0.74
	1.33
	2.58
	2.17
	2.32
	0.06
	11.29

	政府支出规模
	0.14
	0.18
	0.26
	0.22
	0.12
	0.02
	0.73

	创业文化
	67.24
	70.54
	73.78
	70.68
	4.23
	62.85
	87.09

	市场规模
	3.87
	5.74
	9.19
	7.00
	4.16
	1.47
	21.045

	数字技术
	37.38
	44.30
	61.24
	53.93
	29.69
	24.96
	263.02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单一要素的必要条件分析
在NCA方法中，必要条件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效应量必须大于或等于0.1[39]；其次，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必须表明效应量是显著的[40]。利用R软件得到分析结果（见表3），可见金融资本、创业文化和市场规模在上限回归（CR）方法中，效应量d＞0.1且P值显著，表明上述3个变量可视为必要条件；但使用上限包络（CE）方法判断时，所有变量均不构成必要条件。

表3  NCA 方法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d
	P值

	金融资本
	CR
	92.7%
	0.125
	0.99
	0.126
	<0.001

	
	CE
	100.0%
	0.057
	0.99
	0.058
	<0.001

	人力资本
	CR
	99.5%
	0.007
	0.99
	0.007
	<0.001

	
	CE
	100.0%
	0.007
	0.99
	0.007
	<0.001

	政府支出规模
	CR
	100.0%
	0
	0.99
	0
	1.000

	
	CE
	100.0%
	0
	0.99
	0
	1.000

	创业文化
	CR
	94.2%
	0.110
	0.99
	0.111
	<0.001

	
	CE
	100.0%
	0.035
	0.99
	0.035
	<0.001

	市场规模
	CR
	93.2%
	0.154
	0.99
	0.156
	<0.001

	
	CE
	100.0%
	0.081
	0.99
	0.081
	<0.001

	数字技术
	CR
	95.1%
	0.055
	0.99
	0.055
	<0.001

	
	CE
	100.0%
	0.023
	0.99
	0.023
	<0.001


注：1）0<d< 0.1为低水平影响；0.1≤d<0.3 为中等水平影响；0.3≤d为高水平影响；2.P值由NCA分析中的置换检验得到，其重抽次数为10 000次。

采用上限回归-自由处置式（CR-FDH）技术对瓶颈水平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如果某城市需达到80%的创业质效水平，那么该地区需要31.4%水平的金融资本、1.1%水平的人力资本、25.9%水平的创业文化、36.3%水平的市场规模和7.7%水平的数字技术，而政府支出规模不存在瓶颈水平。
表4  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创业质效水平
	金融资本
	人力资本
	政府支出规模
	创业文化
	市场规模
	数字技术

	0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NN
	NN

	40%
	NN
	NN
	NN
	NN
	NN
	NN

	50%
	NN
	NN
	NN
	NN
	4.3%
	NN

	60%
	NN
	NN
	NN
	NN
	14.9%
	NN

	70%
	14.8%
	NN
	NN
	3.8%
	25.6%
	NN

	80%
	31.4%
	1.1%
	NN
	25.9%
	36.3%
	7.7%

	90%
	48.1%
	3.2%
	NN
	48.0%
	47.0%
	26.9%

	100%
	64.8%
	5.3%
	NN
	70.1%
	57.7%
	46.2%


注：NN表示不必要。

进一步运用fsQCA方法进行必要性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单个因素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0.9，即不存在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的必要条件。需要注意的是，NCA的必要条件指的是在条件变量的较低水平上，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是必要的[39]；而QCA的必要条件是指满足某一隶属度的必要条件[35]。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的金融资本是创业质效水平的必要条件，但高金融资本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产生城市高创业质效水平，即金融资本不是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的必要条件；同理创业文化和市场规模也不是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的必要条件。由此可知，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内不存在单一因素构成高创业质效水平的必要条件。

表5 单个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创业质效水平
	非高创业质效水平

	金融资本
	0.80
	0.31

	～金融资本
	0.35
	0.84

	人力资本
	0.78
	0.32

	～人力资本
	0.35
	0.82

	政府支出规模
	0.32
	0.78

	～政府支出规模
	0.80
	0.33

	创业文化
	0.81
	0.28

	～创业文化
	0.31
	0.83

	市场规模
	0.83
	0.28

	～市场规模
	0.30
	0.85

	数字技术
	0.77
	0.33

	～数字技术
	0.36
	0.80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3.2 组态分析
[bookmark: OLE_LINK5]为揭示不同数字创业生态系统要素耦合组态对城市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路径，在组态视角下对产生高与非高城市创业质效水平组态进行了分析。参考Ragin[41]的做法，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0、一致性值（PRI）设定为0.75。由于本研究的案例总数为206个，因此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3。参考有关研究，利用fsQCA4.0软件中得到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选择了中间解进行分，并辅以简约解。组态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产生高/非高创业质效水平的组态
	前因变量
	高创业质效水平
	非高创业质效水平

	
	H1
	H2
	H3
	NS1a
	NS1b
	NS2a
	NS2b

	金融资本
	⚫
	●
	●
	⨂
	⨂
	⨂
	

	人力资本
	⚫
	
	⚫
	⨂
	
	⨂
	⨂

	政府支出规模
	⨂
	⨂
	⚫
	●
	●
	
	⚫

	创业文化
	
	●
	●
	
	⨂
	⨂
	⨂

	市场规模
	●
	●
	
	⨂
	⨂
	⨂
	⨂

	数字技术
	●
	●
	●
	⨂
	
	⨂
	

	原始覆盖率
	0.49
	0.53
	0.17
	0.53
	0.63
	0.54
	0.59

	唯一覆盖度
	0.03
	0.07
	0.06
	0.04
	0.08
	0.08
	0.04

	一致性
	0.97
	0.96
	0.95
	0.96 
	0.95
	0.96
	0.96

	总体覆盖率
	0.62
	0.78

	总体一致性
	0.94
	0.92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席，⨂表示边缘条件缺席，空格表示条件可有可无。下同。

3.2.1 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的要素组态
（1）市场-技术“双轮”驱动型。组态H1表明以高市场规模、高数字技术、非高政府支出规模为核心条件，互补高金融资本、高人力资本为边缘条件的数字生态创业系统可以产生区域高创业质效水平，但是创业文化的高或低对其结果不产生影响。该组态表明了在市场规模与数字技术的共同主导推动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扩大可以通过弥补政府支出规模的缺失来提升城市创业质效水平。城市的市场规模和数字技术水平可以相互促进，形成正向循环。数字技术可以扩大市场规模，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市场规模可以增加数字技术的投入和应用，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业平台与机会，不断通过数字整合来提高市场的效率，为创业者提供了更优质的数字创业环境[42]，为当地营造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独特数字创业模式；同时辅之以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技术、知识、人脉等支持，降低创业的风险和成本，激发创业市场的主体活力，提升创业的数量和质量。此路径的典型城市有南京、广州、长沙等。以南京为例，近年来南京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GDP从2020年的14 817.95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7 935.32亿元[43]，为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商机。南京是全国【是否含港澳台？下文“全国”范围相同？】首座千兆光网和千兆5G网络（“双千兆”）省会（省府）城市，城乡千兆光网覆盖率达100%，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17个[44]，其推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打造“宁满意”“我的南京”“掌上云社区”“不见面审批服务”等多个数字化治理政务品牌，使创业者更容易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实现对城市运行状况的综合、实时和直观展示，实现社会价值和公益目标，促进城市的协作和交流，形成区域创新网络和产业链。
（2）数字技术与市场双重主导下的文化-资本驱动型。组态H2表明以高数字技术、高市场规模、高创业文化、高金融资本、非高政府支出规模为核心条件，人力资本高或低均可以产生区域高创业质效水平。该组态表明了各要素间协同发展与相互增强的效应，通过提高数字技术水平、扩大市场规模、发展创业文化、拓宽金融资本的来源以弥补政府支出规模的缺失并提高创业质效水平。金融资本是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可以提供初创企业所需的启动资金、运营资金和扩张资金，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所需的资金和资源。创业文化的存在可以吸引投资者，使其更有信心地投资于城市中的创业项目，有助于培养创业者的信心和决心，使他们更愿意追求创业机会。创业文化和金融资本相互作用，可以创建有利于创业的环境，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有助于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该路径的典型城市包括东莞、苏州、佛山、绍兴等。以上城市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体系成熟，市场资源条件好，数字经济技术发展水平高，是典型的数字技术与市场双元主导下文化和资本双驱动的数字创业模范城市。以东莞为例，东莞是全国重要的金融创新试验区，得到多项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政策支持，如人民币跨境使用、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等。东莞市政府出台《关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对重点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投入、技术攻关等提供融资支持；同时东莞是全国知名的创业之城，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基地，设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试验孵化基地等创新载体。多要素共同作用于城市创业活跃度，促进了东莞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3）文化主导逻辑下技术-金融驱动型。组态H3表明以高金融资本、高创业文化、高市场数字技术为核心条件，互补高人力资本、高政府支出规模为边缘条件，不管市场规模大或小的数字生态创业系统均可以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该组态表明通过提高金融资本、营造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并不断提升数字技术水平可以促进创业质效水平。金融资本可以为创业活动提供丰富的机会与资源，对企业建立其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具有重大作用，金融资本的注入还可以支持初创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城市经济活力。在此基础之上，依托浓厚的创业文化氛围，较高的数字技术水平能够更好地抓住创业机会，从而开展更高质量的创业活动[17]。数字技术创造了各种新的创业机会。互联网、移动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创业者能够开发新产品和服务，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此外数字技术也是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它不仅推动了新产品和服务的发展，还鼓励创业公司采用新商业模式，促使城市的创业生态系统保持活跃和竞争。因此在此综合机制之下，产生了区域高创业质效水平。符合该路径的典型城市包括三亚、天津等。根据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统计数据，这两个城市在金融资本、创业文化、数字技术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三亚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旅游创业机会，从酒店、餐饮、娱乐、导游服务到旅游科技和文化创意领域，各种与旅游相关的企业在三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三亚积极支持科技发展和创新创业，设立了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和科技园区，为初创企业提供场地、支持和资源，这促进了科技创业和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天津的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全国第8位，位于第一梯队[45]。天津还制定了《天津市加快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和《天津市智慧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等文件，为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发展提供了指导和保障；此外，天津的产业转型持续深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加快壮大，优势产业加快转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移动宽带、固定宽带下载速率均跃居全国第3位[46]，5G网络实现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主城区全覆盖。高度关注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对营造浓厚的创业文化氛围的重视、提高城市金融帮扶力度使得三亚和天津创业质效水平得到巨大提升。

3.2.2 产生非高创业质效水平的要素组态
产生非高创业质效水平的组态有大两类。第一，组态NS1a和NS1b显示，缺乏高金融资本，即使有高政府支出规模也难以实现城市高创业质效水平。组态NS1a展现出资本、市场和技术缺乏的特征，进而导致城市非高创业质效水平，处于NS1a组态下的典型城市有定西、绥化和陇南；组态NS1b展现出资本、文化和市场缺乏的特征，进而导致城市非高创业质效水平，处于NS1b组态下的典型城市有来宾和临沧。第二，组态NS2a和NS2b显示，在人力资本、创业文化和市场规模不足的情况，不会产生高的区域创业质效水平。NS2a呈现出资本、文化、市场、技术的缺乏导致城市的非高创业质效水平，处于NS2a组态下的典型城市有邵阳和贵港；而组态NS2b展现出人力、文化和市场的缺乏导致城市的非高创业质效水平，处于该组态下的典型城市有昭通和巴中。

3.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首先，将PRI一致性由0.75调整到0.80，结果不变。其次，将交叉点的分位数调整至55%，其他处理方式不变，得出的结果核心条件相同、边缘条件不同，属于原结果的子集，因此证实了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表7产生高创业质效水平组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前因变量
	导致高创业质效水平的组态

	
	提高PRI一致性至0.8
	交叉点的分位数调整至55%

	
	H1′
	H2′
	H3′
	H1′′
	H2′′
	H3′′
	H4′′

	金融资本
	⚫
	●
	●
	●
	●
	●
	●

	人力资本
	⚫
	
	⚫
	⚫
	⚫
	
	⚫

	政府支出规模
	⨂
	⨂
	⚫
	⨂
	⨂
	⨂
	

	创业文化
	
	●
	●
	⚫
	
	⚫
	⚫

	市场规模
	●
	●
	
	
	⚫
	⚫
	⚫

	数字技术
	●
	●
	●
	●
	●
	●
	●

	原始覆盖率
	0.49
	0.53
	0.17
	0.47
	0.48
	0.53
	0.51

	唯一覆盖度
	0.03
	0.07
	0.06
	0.01
	0.03
	0.08
	0.06

	一致性
	0.97
	0.96
	0.95
	0.97 
	0.96
	0.95
	0.97

	总体覆盖率
	0.62
	0.64

	总体一致性
	0.94
	0.94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第一，单个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并不能作为产生城市高和非高创业质效水平的必要条件，单一因素对提升区域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是有限的。
第二，产生城市高创业质效水平的路径有3条：市场-技术“双轮”驱动型、数字技术与市场双重主导下文化-资本驱动型、文化主导逻辑下技术-金融驱动型。这3种路径呈现出不同城市在实现高创业质效水平具有多重路径和殊途同归的特征，同时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对提升城市创业质效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数字技术拓展了创业的市场和机会，数字技术使得创业者可以跨越地域、时间、空间等限制，接触到更广泛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创业者发现和抓住新的商业模式、产业形态和就业形态等创新机会。因此，城市应该重视提升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为广大创业者提供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技术支撑。
第三，产生城市非高创业质效水平的路径有两大类：第一类是金融资本缺失、政府支出规模较大，这表明当其他条件缺失时，即使有较大的政府支出规模也不足以产生高社会创业质效水平；第二类是缺失人力资本和创业文化，且市场规模较低时，将会导致非高创业质效水平。
4.2 实践启示
各城市应当根据自身创业系统的现状，调整各要素的逻辑关系，重点把握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内核心要素的组合优化，促进城市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稳步提升，进而提升创业质效水平。从中得到的具体启示如下：
第一，城市创业质效水平受到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内多个要素不能同时兼顾发展，因此必须明确各路径下的核心要素。由于多个因素可以以不同方式共同促使城市实现高创业质效水平，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地政府应根据其自身优势选择适应当地发展特点的推动策略，有针对性地集中资源促进关键要素的发展，以提升本地创业质效水平。
第二，数字技术对创业质效水平的重要影响应当引起各部门的重视。数字技术是城市创业的重要支撑和推动力，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反映了当下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变化和需求，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数字技术可以为城市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更多的创新和竞争，激发更多的活力和潜力，也可以帮助创业者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价值，提升社会福祉。数字技术在导致城市高创业质效水平的驱动路径中出现了3次，证实了数字技术对创业质效水平的关键作用。因此，各城市应当加强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网络覆盖、数据中心、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系和数据“大脑”，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提供坚实支撑。
第三，关注城市创业质效水平的特殊性，优化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创业活动承担着同时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任务使命，这使得与创业相关的创业生态系统具有独特性。不同地区在优化数字创业生态系统时，应着重考虑适用于创业活动的独特背景，以及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耦合关系，以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4.3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QCA与其他分析方法相结合，以多角度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深入分析系统内的各创业要素对创业活动的效应；此外，通过进行整体和细分两个层次的分析，有助于揭示不同因素对创业活动影响的差异性以及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另外，近年来学术界愈发关注样本的时间效应，传统的QCA分析则因未考虑条件变量的顺序性和动态性而受到质疑[26]。因此，未来研究可采用时序QCA方法来探究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多要素组合对城市创业质效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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